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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研究

城市舆论的接受与颠覆
———论《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之情感道德倾向表现

陈燕妮

［摘　要］　《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中唐传奇的佳作，是少有的与城市舆论有关的故事，而

且因为舆论的参与，促成了这两篇传奇的发展以及在意义上的延伸。中唐长安的城市舆论对两场轰

动京城的爱情的反应，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接受和颠覆的两种状态，表现出时代性的“逐情”观念。从两

篇传奇在城市舆论中复杂的状态入手，可以解析中唐社会中复杂的情感道德倾向。

［关键词］　城市舆论；《莺莺传》；《霍小玉传》；唐传奇；逐情观

中唐以来，传奇发展进入兴盛阶段，名家名作层出不穷，《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此际的佳

作。这是两个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两对男女主角都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成为当时城市舆论中的

焦点。可以说，这两个传奇是少有的城市舆论中的传奇，而且因为舆论的参与，进一步促成了这两个

故事文本的发展和意义的延伸。城市舆论对这两场在京城颇有影响的爱情呈现出同情和批判两种

状态，并使得故事最终走向舆论接受与颠覆两种结局，这固然是作者的编撰效果，但又决不能仅仅作

为其个人心理的展示。我们虽然不妨将这两个故事看成作者争取城市舆论的努力，然而从根本上

说，它是城市舆论亦即某种社会道德观念折射的心理图谱。由于两场传奇的舆论发生地在唐代京城

长安，因此这种城市舆论便具有了时代性道德观念评判的典型意义。本文拟就《莺莺传》和《霍小玉

传》在城市舆论场中复杂的状态作出分析，并由此解析中唐社会复杂的道德观现象。

一、《莺莺传》：城市舆论的接受

正如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说，“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

种看法。”①在《莺莺传》中，文中的张生成为城市舆论的主要参与者和引导者。作者元稹成为他的代

言人，有意识地从道德上不断解释其内心的“看法”，一步步将其爱情行为导入到社会舆论中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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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颠覆了已有的舆论压力，达成对自我行为的

肯定，从而使城市舆论最终接受他的选择。《莺

莺传》自“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

起，已经宣告这个传奇进入到了城市舆论中。

到张生不顾“友闻之者，莫不耸异”，进而以“尤

物妖孽论”称“志亦绝矣”时，城市舆论的反应仍

然停留在接受后表示惊叹且遗憾的层面上。细

细品味“然而张志亦绝矣”一句可知，闻听此事

的张生友人颇希望这段传奇继续发展下去。

正因为城市舆论是接受甚至欣赏这段爱

情，所以对于文中的张生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

在道德上是趋于隐形否定的。在这种舆论状态

下，作为文中张生代言人的作者元稹不断地蓄

意描述这段遇合，甚至以“尤物妖孽论”加以强

调，都是为了颠覆已处在接受状态的舆论，为自

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在道德上找到庇护的空间。

这一点，后人颇能看穿心思。宋人王性之《传奇

辩正》即有“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

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别书，后世犹可考也。

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

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微之所遇

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云云。在宋人

的评论中，文中张生就是作者元稹。“悖于义”

和“不中礼义”的行为，因“心不自抑”才托言张

生来表其事。而作者元稹不仅在文中躲闪自己

是主人公的事实，“反复抑扬，张而明之，以信其

说”，而且在叙事中试图以蓄意的主观叙事，来

颠覆已有的城市舆论。

何谓主观叙事？作者写张生出示莺莺“贻

书”而“粗载于此”的传播，即为选择性叙事。莺

莺回信的全部内容并不可知，所凸显出来的部

分是莺莺知后会无期而缠绵欲绝的心意，“心迩

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

重！”在收到信之前，是张生主动先与莺莺断情，

主导着爱情的走向，而此时接到书信的他却似

乎被动地接受了诀别，所以才有了文中张生彷

徨犹豫的反应，铺垫出他将此交于城市舆论加

以委决的情节。

元稹使城市舆论着重关注的是莺莺的绝情

和张生的多情。他在张生友人同情叹息之余，

意图使张生扮演成无辜者和受害者。除此之

外，作者还刻意强化莺莺“真”的身份，所谓续

“会真诗”三十韵，正是要使与张生“中表相因”

的亲戚莺莺的身份落在“神女”上。陈寅恪先生

详细考究了“会真”一词的涵义，讲到“会真”与

“会仙”同义，“仙”“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

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①。

可是信中和传奇开头都提到崔氏是张生远亲，

“财产甚厚，多奴仆”。虽然崔氏可能已非此际

唐代的高门，但是为“神女”的可能性不大，而元

稹的叙述却成功地将舆论的兴趣转向莺莺最低

微的身份和张生最多情的状态。

然而城市舆论却并未倒向张生，并未肯定

张生断情选择的正确，于是元稹不得不祭起“尤

物妖孽论”及“忍情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

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

孽，是用忍情。”显然这是以古老的“红颜祸水”

观和儒家君子道德观来维护张生的行为。在众

人都倾向于他们续写这段爱情传奇时，元稹蓄

意叙事的初衷再次失败，“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元稹和他代言的张生至此，其与城市舆论的对

抗是失败的。元稹为了确保和强调张生选择的

正确，他继续蓄意书写这个传奇向尾声的发展。

从文本的整体叙述中，可以发现作者一直是有

意识地将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引导到被舆论接

受的道路上去。

有意识地建立起崔莺莺“尤物”多变的形

象，是作者的主要手段。可以看到的是，张生所

言的“尤物妖孽”具有多变且不可知的特点。于

是作者从开始叙述时，便有意识地将崔氏这一

特点频频道来。一则张生庇护了崔氏孀妇母子

后，崔氏母命女出拜。结果崔氏的表现颇为矫

情，且看起来根本不愿意引起张生的注意。这

种离奇的谢恩出场与她后来的情深意重恰成强

烈的对比。二则张生在红娘的建议下以“春词

二首”来试莺莺。莺莺显然是回应了这种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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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张生满怀热望前去私会时，莺莺却又以端

庄的姿态，持之以礼地回绝了张生。但当张生

陷入绝望时，莺莺却以神仙般的梦幻形式出现

在他眼前。三则他们在私会时产生了非礼行

为，当张生在乎于此时，莺莺竟闪烁其辞，看似

对此毫不在意；可是当张生真正要始乱终弃时，

莺莺又以非常怨恨的方式责备张生这种不负责

任的行为。四则莺莺种种才艺出众，却往往不

愿意出示于人，尤其是在情人张生面前，使张生

“愈惑之”。五则莺莺曾在信中表明对张生的爱

乃生死相随，而后很快委身他人。

另外，作者在小说中多摘取崔氏的言论，而

张生的言论却少见于文，这实际上也是刻意打

造崔氏形象的手段，即选择性的叙述。这种有

选择的叙述无非是为了刻画并强调“尤物”的魅

力和魔力之大，为最后的“忍情”做准备。作者

有意识地营造张生在这段关系中无辜的形象。

他在别人误解张生无情，不顺应时代宴饮风流

习俗的时候，自我叙述出自己行为不乱的缘由，

而后叙述其在崔莺莺以礼回绝后，并未纠缠，而

是沉默于“绝望”。并且在与莺莺商量告母之事

后，张生以“因欲就成之”的主动和负责的姿态

出现。对莺莺的多变，张生常常报以“愈惑之”

的反应。在莺莺被迫与张生绝情后，张生又以

多情的姿态出现，“因赠书于崔，以广其意”，“求

以外兄见……怨念之诚，动于颜色”。

这一切关于莺莺的描述从种种方面都极力

建立起莺莺多变的“尤物”与“妖孽”形象。其实

作者想要达到的“尤物多变”祸水论的效果是不

得不打折扣的，因为作者着力描述莺莺的多变，

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是张生对待莺莺的多变。

两人像镜子面前的物与镜中的相一样，相互投

射和影映的是一种相同的相。在某种程度上，

张生和莺莺的行为都是在遵循世俗礼教之下的

偶然越轨，而最终都是回归于礼教。但张生故

意的迷惑和隐而不发的多变却成为城市舆论中

的“叙事空白”，他成功地回避了城市舆论的注

意力，亦即舆论的压力。

小说最后崔氏再嫁的情节，是作者对抗并

扭转城市舆论的绝妙举措。有意思的是，是张

生先弃绝了崔氏，但在写作的顺序上，作者却先

交待崔的另嫁和崔的绝情，“后岁余，崔已委身

于人，张亦有所娶。”此目的在于将叙述的重点

落在前者上，并进一步凸显张生在这个故事里

无辜和委屈的位置，凸显他在道德上“忍情”的

正确。此时在元稹着意的叙述下，传奇的两位

主角相继再嫁再娶，已经不构成传奇的特点，而

纳入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如此城市舆

论终于被元稹的有意叙述而扭转，注意力转到

他代言的张生频频强调的道德观上来，回归到

舆论评价的终极所在。元稹写道：“时人多许张

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

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可见这个再嫁再

娶的后续故事终于达成了作者扭转城市舆论的

目的，一个对女性始乱终弃者，最终不但成为多

情者，而且站到了道德的高峰上。即便分别后，

莺莺对于张生的诱惑似乎依然存在，这巩固了

作者通过舆论而成为道德胜利者的地位。

城市舆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从接受促

成、进而被颠覆、最后重新接受的轨迹。作者元

稹也随着这个舆论的导向努力调整自己的叙

述，以达到对张生行为肯定的目的，使其行为与

城市舆论不相冲突。城市舆论的落脚点在于道

德，最后作者也凭此达到扭转城市舆论的目的，

所以这篇传奇从头至尾并非是一个客观的叙

事，而是一个有意识地颠覆城市舆论的主观引

导性叙事。

二、《霍小玉传》：城市舆论的颠覆

正如林肯有言：“你有舆论的支持，无往而

不胜；没有的话，无事不败”①。在《霍小玉传》

中，作者蒋防有意识地将霍小玉寻找李益艰辛

而漫长的过程加以蓄意描述，使他们的爱情行

为进入到城市舆论中来。此外他从道德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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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霍小玉的行为进行肯定性描述，对李益则从

批判的角度进行叙述，使城市舆论倒向霍小玉。

于是本不应受到城市关注的事件受到城市舆论

的关注，本已完结的故事受到城市舆论的推动，

获得了另一个传奇的结果，产生颠覆性效应。

《霍》在写霍小玉从李益表弟处获知李益背

信再娶的消息，“冤愤益深，委顿床枕”后，开始

表达城市舆论的反应：“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

其实从原文来看，这个事件的传播早已开始。

从李益决定要负小玉，“遥托亲故，不遗漏言”开

始，这个事件已经处在开始流传的状态。李益

一方是求封锁消息，而霍小玉一方则在寻探中

将这场爱恋流播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先是问

卜，后是变卖财产而打听消息。在这一过程中，

遇到老玉公和公主的垂怜，以及李益表弟的泄

露消息。由此可见，城市舆论已成气候，并达成

一个倾向，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都倒向了霍小

玉一方，这才有了“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

侠之论，皆怒生之薄行”的舆论结果。至此，城

市舆论达到第一个高潮。

随着城市舆论的继续流播，出现了对这个

事件评判的第二个高潮，即黄衫客的出现。他

继韦夏卿以言辞规劝李益之后，再次以城市舆

论引导者的面貌出现。此时城市舆论不仅对这

个事件做远观和评判，而且还参与到其中来。

黄衫客先是以言辞诱李益随其前往，最后强制

性地挟持李益与霍小玉相见。黄衫客的行为隐

含着城市舆论对这段传奇结局的设定，即要求

李益兑现与霍小玉的盟约。

从作者蒋防的叙述来看，他明显地是站在

反对和谴责李益薄行的立场上。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霍》的叙述也是作者主观蓄意叙事，

旨在强化男主人公李益“妒痴”的个性，甚至起

到借助舆论打击李益的效果。李益实有其人，

且以“妒痴”闻于当时。对此许多典籍都有描

述。《旧唐书·李益传》云：“少有痴病，而多猜

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谈闻

于时。故时谓妒痴为‘李益疾’。”他的这种突出

个性在当时的城市舆论中甚至成为一个评判的

标准。李翱《论故度支李尚书状》云：“朝廷公议

皆云：‘李尚书性猜忌甚于李益，而出其妻。’”小

说中李益后来有出卢氏、三娶之事，“卢氏既出，

生或侍婢滕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妒忌。……

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

初焉”，可见是从当时已成气候的舆论中来。故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五中云“霍小玉事，据

《李益传》，或有所本”。

卞孝萱先生认为《霍小玉传》是中唐政治斗

争“牛李党争”的产物。唐穆宗时期，小说中的

李益和作者蒋防分属于不同的党派。李属牛

党，而蒋隶李党。于是蒋防欲此传使李益声名

狼藉，起到打击其党派的作用。文中作者蒋防

对城市舆论“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

论，皆怒生之薄行”犹嫌不足，又将另一个唐人

导入到小说的舆论氛围中来：“有京兆韦夏卿

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

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

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

思之！’”韦夏卿也实有其人，是元稹的岳父，也

是李绅的好友，与作者蒋防同属李党，与李益属

党成水火之势。而韦在此出现，与黄衫客的出

现，一起为城市舆论进一步造势。于是卞孝萱

先生认为“《霍小玉传》是一篇攻击政敌的传

奇……蒋防不直接批评李益道德败坏，而借传

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之曰发表议论，这种手法

也是很狡猾的”；且“从种种迹象看出：《霍小玉

传》是蒋防适应元稹、李绅的政治需要和迎合元

镇、李绅的文艺爱好而作”①。

由此可以看出两篇传奇都有主观蓄意之

嫌。《莺莺传》是元稹为了维护张生对莺莺始乱

终弃行为的主观叙事，《霍小玉传》则是蒋防为

了打击政敌李益的主观叙事。两者中都有对薄

行男主人公的谴责痕迹，但蒋防在道德上的蓄

意叙事使霍小玉成为城市舆论中被关注、同情

和肯定的对象，而将李益置于被谴责的位置，从

而使城市舆论显示出一种颠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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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中李益与霍小玉见面时起，霍小玉便

被塑造成一个时时处处严格依照社会道德观行

事的形象。首先，在两人极度恩爱之时，霍便对

自己身份以及将来有自知之明：“妾本倡家，自

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

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

不觉悲至。”她此时对李益发出委婉的询问，意

在探询自己真情是否真能寄托，这也在强调自

己虽为神女，但与其他神女不同，是怀着对这段

遇合持续久远的期待的。

其次，当李益将授官离去时，霍以更加清醒

的姿态为李益和自己的未来做了一个相望和恳

求：“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

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

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

指陈。……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

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

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

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在两人沉

醉的世界中，始终贯穿着霍小玉的清醒判断。

她明知与出身名门的李益不相配，无法得到社

会的承认，但又不愿以绝情的姿态了断这段关

系，于是在社会道德观准则下提出了一个合情

合理的妥协意见。虽然最后放手爱人的离去，

但其深情始终的形象十分感人。

再次，霍以神女的身份坚守与李益的约定，

不惜在困窘中耗光所有的资财去寻找李益。这

种行为也是对约定的坚持。紫玉钗的被迫出

售，有着特殊的涵义，既是霍的无奈之举，也喻

示着她将所有的尊严化作对这段情感的投入，

因为紫玉钗是她一半尊贵血统的象征。她由有

尊严地向社会妥协到丧失尊严地追求爱情，整

个过程都能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

反观作者塑造的李益，卞孝萱先生认为：

“‘重色’，与‘负心’，是蒋防所精心刻画的李益

的两个过失。”①他从一开始便以自负才气的形

象出现。才华是他的形象标志，与霍的遇合却

是建立在浅薄的“鄙夫好色”的基础上。他对小

玉的询问以盟约书写下来，文中写道“生素多才

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

闻之动人”。由此便可看出，李益的书写半为激

情所驱，半为才气所逞，这使他的承诺一开始便

有些廉价。等到真正与霍分别时，从“且愧且

感”的反应中，可推知他面对霍的真情有不能承

受之意。他无法以同等分量的真情与之呼应，

所有的言辞在那份巨大的真情面前是苍白的。

李益在作者的笔下一直以良心不安的状态

出现。不仅在他与霍相守之日有着私心的愧

疚，而且当他应婚卢氏愆约后，他对此处理为

“寂不知闻，欲断期望，遥托亲故，不遗漏言”。

由此可知李益对霍的坚守根本没有信心，且低

估了霍的真情。其中也隐有不安，因此希望以

沉默的形式回避并了结这段关系。当他知晓霍

小玉为此缠绵病榻时，内疚感更加强烈：“惭耻

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这种努

力回避与割舍更将其形象推向反面，至受到黄

衫客的邀请，接近霍的住所，“意不欲过，便托事

故，欲回马首”。于是不待城市舆论对他进行道

德上的批判，自身的良心审判已使得他坐卧不

安。

小说中细致地描写了李益就负情而产生的

心理和影响。霍死于与李益的相会，“生为之缟

素，旦夕哭泣甚哀”，又在冥冥中见霍的幻象。

最后“生至墓所，尽哀而返”。以至于他“后月

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李益

的这些补偿行为越是全面，越是能印证内心巨

大的不安和愧疚，也越是反衬出城市舆论对此

施加的压力之大之远。城市舆论的余波并未因

李的补偿行为放过他，他后来痛苦多疑的再娶

生涯未尝不是城市舆论加诸其身的深远影响。

在作者蒋防的蓄意叙事下，霍小玉的坚持

已经“超乎社会上一般认同的价值”②。这个溢

出的剩余价值是她与其身份不相属的痴情。正

是这种超乎社会认同价值的痴情最后颠覆了已

有的社会道德观，使本应湮没在城市众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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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为城市舆论的焦点。同时，城市舆论被她

感动并倒向了她，在舆论中她的形象变得丰满

而生辉。

三、从两篇传奇的舆论氛围

看中唐情感道德倾向

　　《莺莺传》和《霍小玉传》两篇传奇由于作者

的主观介入，或希望获得城市舆论的肯定，或希

望借助城市舆论起到批判的作用，因而在叙事

上都出现了选择性和加强性的特点。从中可以

看到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城市舆论成为两篇传

奇叙事的推进力量。其效果是，《莺莺传》以元

稹为张生极力辩护的方式使城市舆论得以扭

转，最终接受了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甚至对这

种有违道德的行为不加谴责，而是转移到同情

赞赏的角度；而《霍小玉传》则是以另一种构思

方式将城市舆论倒向有违社会一般风俗（士人

应与高门女子联姻）的方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

颠覆了社会道德。宇文所安在《浪漫传奇》一文

中写到，中唐传奇文化“表现了男女之间出自个

人选择而社会未曾予以认可的关系”①。这两篇

爱情传奇在与城市舆论的关系中都体现了与社

会的连接，都涉及到中唐道德观的问题，其中最

重要的是唐代士人的婚姻道德观。

从传奇中，我们能获知中唐以来士人生存

状态与心灵寄托的种种。其时由于国势的衰

退，士人不复初盛唐时期对国家与人生的热情，

他们尽可能地躲避现实，在自我构建的空间中

寻求寄托。从“大历十才子”在青山明月中打造

的狭小的诗歌审美空间到中唐重主观的创作方

式，都能看到这种社会加诸于文学的影响。传

奇作为唐人创作诗歌之余的作品，同样受到这

种影响，并自然折射出某种情感和道德倾向。

总体来说，传奇进入到鼎盛时期的中唐，爱

情题材作品的成就最为突出，除了文体自身的

演进外，其情节的“传奇性”与中唐士人情感与

道德观的复杂性是有一定关联的。唐代盛行的

是政治性功利性很强的联姻方式，陈寅恪先生

曾说到：“盖唐代社会承二南北朝之旧俗，通以

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

会所不齿。”②从中可见出，唐代的婚姻与政治是

紧密相连的，崇尚的是科举士子与高门女子的

联姻。“当时，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

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这五姓是第一流高门世族，

如果加上姓氏同而郡望异的博陵崔氏和赵郡李

氏，则为五姓七族。他们虽经唐太宗借修《氏族

志》‘例降一等’的贬抑，仍‘旧望不减’，为维护

其血统的高贵和纯洁，不与外族通婚而互相缔

结婚姻。这更加重了他们在士人心目中的地

位，士林皆以能与之攀亲而为莫大的荣耀。”③

《隋唐嘉话》中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

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

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不仅如此，而且

可见出从一开始，唐士人的婚姻就置于城市乃

至整个社会舆论之中，时常受到来自舆论的监

督与评判。

故而，《莺莺传》中的元稹为了让城市乃至

社会舆论对他代言的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给予

肯定，不惜蓄意主观叙事，将莺莺的身份有意叙

述为“真”之类的神女。陈寅恪先生认为莺莺当

属于寒门女子，不然文中的张生和为其代言的

元稹在传奇和现实中都不会放弃这场可能致他

高攀的婚姻，“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

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

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

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

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

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

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

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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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

取之路哉？”而且从中可知，其时无道理的“始乱

终弃”的行为是遭到社会否定的。“其实唐代德

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

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

一般舆论所容许”①。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莺莺是寒门女子，那么

文中的张生抛弃她另结新欢，是符合唐人婚姻

道德观的，而张生为何要大费周折地来获得城

市舆论的肯定，以此来颠覆现有的城市舆论？

从中也可知，莺莺的出身未必那样简单，而

张生的再娶必定高于莺莺，这才形成了对张生

意欲抛弃时的蓄意描述，将莺莺的身份有意转

向“真”之类的神女身份，用合理的城市舆论的

道德逻辑来构建自己的叙事，以达到作者的目

的。我们从中能够发现的是，直到莺莺再嫁之

前，被张生贬低到神女的地步，都未曾使城市舆

论达成对其身份和爱恋故事的否定，而出现的

是时人叹息乃至意欲促成两人复合的舆论，这

颇令人深长思之。

至于《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出身神女门

户，李益却出身高华，出自“陇西李”。两人的分

开，乃至李益的另娶“甲族”卢氏女子，按照中唐

的道德观都是合理的。同时《霍小玉传》中的遇

合对比起《莺莺传》来说，更像是城市中一则寻

常的事件，本不该引起城市舆论的关注。名门

士子在上京赴试选拔的过程中，与神女遇合，是

唐人风流的一种表现，而且在城市中，是被早已

认可的平常事件。霍小玉的身份是真正的神

女，并非被元稹异化为神女的莺莺之属，而《霍

小玉传》却拥有了比《莺莺传》更为强烈的城市

舆论。原本看似合理的社会道德取向为何招致

了城市舆论的关注进而批判和指责，甚至达到

颠覆已有社会道德观乃至干涉的地步？

显然，在这两篇涉及中唐士人婚姻道德观，

并与城市舆论紧密相连的传奇中，在唐代极力

崇尚士人与门第联姻的风尚之外，还隐含着另

一种道德观。

唐代流行的政治联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这种功利性的婚姻制时间一长，必然走向极端，

也必然导致唐代士人对于感情的渴望与追求。

他们往往向社会规范之外来寻找感情，从而刺

激了娼妓文化的兴盛。唐末翰林学士孙蓕《北

里志序》中，详细记载了妓女与士人的交往情

况：“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

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

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五代人王仁裕在《开

元天宝遗事》中也记有：“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

居之地。京师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

红笺名纸游渴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说：“唐人登科

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

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同时，社会风气也助长

了苟安之世的风流放诞之风。“贞元之时，朝廷

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

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

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

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

气。”②

种种“佳话”表现出，在崇尚门第婚姻的社

会风俗外，中唐社会潜藏着对异性间真情的追

求，于是才有了《莺莺传》中，虽有元稹反复蓄意

的主观叙事，贬低莺莺的身份，称之为“尤物妖

孽”，而在这段故事未曾完全结束之前，城市舆

论多以惊诧和嗟叹的方式感叹莺莺的情真，甚

至意欲成全，而不是依照由来已久的社会风俗

道德观加以否弃。《霍小玉传》同样是一个例

证，正是社会的“逐情”，才有了城市舆论的关

注，以及对李益的强烈谴责进而全盘倒向霍小

玉一方的趋势。这其中，霍小玉对自我身份的

清醒认知以及对这段关系的维系都表现出对感

情的极大投入，而李益看似合理的抛弃行为却

触动了在传统风俗下潜藏的另一种肯定“逐情”

合理性的道德观，从而使李益变得不合情理的

负面形象，成为谴责的对象。

１２９

①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１１２、１１３、８９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８７页。



前者《莺莺传》中元稹故意维护张生，其蓄

意叙事了结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断裂了传奇

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逐情”在此结束。

他维护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

是在维护中唐社会流行的婚姻道德观。而《霍

小玉传》则以作者着意叙事中霍的真情颠覆了

城市正常的舆论导向，使一个本不该成为焦点

的事件成为焦点，并以与流行的婚姻道德观相

反的道德取向参与并衡量它的结局。

以上通过分析中唐传奇《莺莺传》与《霍小

玉传》与城市舆论的关系，就其中复杂的情感道

德观作出了探求。陈寅恪先生将此时传奇中的

故事总以时代道德观视之：“纵览史乘，凡士大

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

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

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

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

而互非其非也。……而至唐之中叶，即微之乐

天所生值之世，此二者已适在蜕变进行之程途

中，其不同之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并存杂用，

正不肖者用巧得利，而贤者以拙而失败之时也。

故欲明乎微之所以为不肖为巧为得利成功，无

不系于此仕婚之二事。”①两位作者都因其自我

创作动机而对传奇有着特别的主观叙事，但都

依靠并利用城市舆论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城市舆论是社会中显性或隐性道

德观反映，“本身就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

价”②，它“并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

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

了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③。

在城市舆论或接受或颠覆的反应中，唐代的道

德观隐然可见，而中唐对此的一定的反拨，表现

出肯定“逐情”的道德趋向，循此亦可管窥中唐

士人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之一斑。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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